
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及其遣返* ①

徐志民 刘晓欣

提 要: 1895 年清政府被迫“割台”后，国民政府对复台有心无力，直至抗战爆发才开始筹划。抗战胜利
后，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主官，会同军队接管台湾。原本骄横的在台日军和日本移民，瞬间变为日本侨
俘。台湾相继成立日俘管理处、日侨管理处，命令日本侨俘向指定地区集中，等待遣返。1946 年 1 月至 4 月，
台湾遣返近 17 万日俘和 29 万余名日侨。被征用和残留之日侨，也在台胞强烈反对下，从 1946 年 8 月至 1948 年
12 月分四批遣送回国。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遣返，既是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战后初
期台湾面临复杂的岛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台胞对日本侨俘和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认识，至今仍值得海

峡两岸人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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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滞留台澎地区的日本战俘、侨民 ( 以下简称 “日本
侨俘”) 合计 49 万余名，约占在华日本侨俘总数 370 万名的 1 /7 至 1 /8。如此狭小区域却有如此
规模的日本侨俘，自然受到中日学者关注，但一则关注对象要么是日本侨民，要么是日本战俘，

甚至主要倾向于日本海军战俘，较少从整体上关注日本侨俘; 二则台澎地区日本侨俘人数虽然不

少，但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太多。① 台澎地区日本侨俘及其遣返，既是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
俘的组成部分，具有中美合作、集中管理、征用侨俘、快速遣返和分期遣返的普遍性，又因台澎
地区接管相对较晚、所受战争直接破坏不大、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以及美国、日本、国
民党统治集团对台湾的特殊关注，导致台澎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一是速度快，二是非常彻底，除

极少数改籍中华民国外，其余日本侨俘全被遣返。笔者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台湾光复与日
本侨俘问题入手，以整体史观考察台湾光复后日本侨俘的集中管理及其遣返，反思国民政府的日

本侨俘政策，探讨战后初期台澎民众对日本侨俘的认识及其影响。

一 台湾光复与日本侨俘

自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和清政府被迫“割台”后，日本人开始不断涌入台湾，既包括
普通民众，也包括日本殖民统治官员和军人，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息，大

陆人民也非常同情、声援和支持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两岸人民相互支持和联合抗日斗争，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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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民族情结、爱国情感。无论 1913
年台湾的罗福星起义，还是革命失败后通过台湾赴日本的孙中山，以及李友邦等人于 1924 年在
广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甚至南京国民政府驻台北总领事馆关于台湾信息资料的搜集等，
都反映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特殊关系，反映中国大陆对台湾同胞深受殖民奴役之苦的关注和支

援，反映中国大陆收回台湾的理想追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在岛内组织暴动，成立游
击队，大陆台胞在国民政府支持下于 1938 年成立台湾义勇队，积极支持祖国抗战，宣传祖国抗
日战争胜利之日即是台湾各民族解放之时。①
其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虽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不得不依据 《马关条约》处理与台湾之关

系，但亦有驱逐日人、收复台湾的设想。1928 年底，蒋介石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就
逐渐将台湾问题纳入视野。② 特别是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扶植 “满洲国”后，蒋介石以 “雪
耻”之心，在 1932 年 9 月 13 日誓言: 10 年之后，即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
“收回台湾”③。然而，贪心不足的日军从中国东北继续南下，兵犯山海关、长城一线，步步后
退的蒋介石却在 1933 年 2 月 19 日的日记中，谴责“倭寇之传统政策，在并吞满蒙，为东亚之霸
主”。自辩“吾党传统政策，乃在恢复朝鲜、台湾等失地，以行王道于世界也”④。1934 年 3 月
23 日，他又在日记中发誓: “收复台湾、朝鲜，恢复汉唐固有领土，方不愧为黄帝之裔也。”⑤
蒋介石虽在日记中 “豪言壮语”，但实际执行的是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兵力 “围剿”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以及铲除国民党内异己势力，而对日妥协、退让。此可谓虽有
收复台湾之心，却无收复台湾之力与行动，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何能驱逐日人?

1937 年 7 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根据抗战形势和国际环境变化，虽着手收复台湾，
但无力顾及如何对待抗战胜利后的日本侨俘问题，或者说此时考虑日本侨俘问题为时尚早。1937
年 7 月 31 日，即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中，记录道: “若有十年时间，
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与朝鲜亦将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⑥ 计划以十年为期，驱逐日人、收复
失地。抗日战争历经初期的战略防御，至 1938年 10月广州、武汉沦陷而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土
大片沦陷，国军损失严重，但日本也陷入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无法实现其“速战速
决”的迷梦。1939年9月，欧战爆发，预示着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集团，必将走向与全世界为敌的
结局。9月 30日，蒋介石翻阅以往日记，看到预定“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前收复东三省、收回
台湾一则，感慨“以天意与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自有可能，只要吾人深信不惑，
向天道真理勇进，未有不成之事也”⑦。因此，国民党开始强化中央统计局内设之 “台湾组”的
工作，包括训练培养对台干部，筹划对台工作⑧，且于 1940 年 6 月成立台湾党部筹备处。⑨ 这
些工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变得更为现实和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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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力抗战、苦撑待变的中国，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仅抗战必胜之信心倍增，
而且对收复台湾及其治理、惩处日本战犯、索取赔偿和遣返日本侨俘也有所考虑。1942 年 10 月
6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暗暗发誓 “旅顺、大连、台湾必须归还中国”，但又不自信地向美方表示
“惟各军港允予中美共同建设与使用，如此或可实现两国共同防御之理想”①。1943 年 1 月 29
日，蒋介石认为: “战后能恢复台湾、东三省与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②
只求收复领土。但是，随着太平洋战场形势发展，蒋一方面感觉 “对战后在台湾与旅顺之海空
军根据地准予美国共同使用之表示似乎太早”③，颇有悔意; 另一方面，在 1943 年 8 月瓜达尔卡
纳尔岛战役胜利后，曾两次考虑收复台湾的准备与人选。④ 11 月，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与罗
斯福、丘吉尔除讨论联合作战外，还与罗斯福重点讨论了战后处置日本事宜。一是领土问题，即
中国收回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列岛; 二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国体问题; 三是日本对华赔偿问
题，包括接收日本在华公私产业与商船等作为对华赔偿损失之一部分，遣返其在华公私人员和俘

虏; 四是日本投降后派军占领和监视问题。⑤ 据此，中国收复台湾，接收日本在台产业，接管战
后在台日本侨俘获得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
从开罗回国的蒋介石，意气风发，筹划战后台湾接管方针与 “复兴计划”，有意任命陈仪为

战后台湾之主官。⑥ 1944 年 3 月，蒋介石命中央设计局筹划内设 “台湾调查委员会”。4 月 17
日，即《马关条约》签字 49 周年之际，“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陈仪任该会主任。
关于该会的成立经过、成员和具体运作，学界已有相关成果，此处不再赘述，但将其为收复台湾
所做的准备工作简要概述如下: 一是搜集台湾资料、翻译台湾法令、编辑台湾概况、绘制台湾地
图，分送相关机构参考。二是开办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各类干部和专业人员训练班，
为收复台湾做好人才准备。蒋介石对此非常重视，曾在台湾警察训练班、干部训练班等开学典礼
或毕业典礼时亲自参加并 “训话”⑦。三是开展舆论宣传。四是成立台湾土地问题研究会、台湾
行政区划研究会、台湾公营事业研究会、台湾重建协会等，为战后台湾重建进行研究与规划。五
是拟定台湾接管计划和接收办法。1944 年 10 月 27 日，“台湾调查委员会”拟定“台湾省接管计
划纲要”，共计 16 项 82 条，后经蒋介石修改核定为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是战后接管台湾的
基本方策和主要依据。⑧ 1945 年上半年，抗战胜利在即，蒋介石更加重视 “台湾调查委员会”
的工作，不时思考战后处置日本和对待日人之 “腹案”⑨。
蒋介石充分肯定“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复台准备工作，批准其提出的台湾省实行具有更大自主权

的行政长官公署制瑏瑠，且于 1945年 8月 29日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并以该会成员为基础，从
全国各地各部门抽调干部、技术人员和台籍人士，会同军队共同组成台湾接收班子。9月 1日，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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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任命陈仪兼警备总司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警
备总司令部在重庆国府路 140号，暂设临时办事处开始办公。9月 3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受降
代表何应钦向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出备忘录，通知中国战区最高统
帅蒋介石已委任“陈仪为台湾及澎湖列岛受降主官”，“关于受降日期及详细规定另行通知”①，要求
他转知台湾及澎湖列岛日军最高指挥官。日本驻台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受命列席 9 月
9日在南京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国民政府从 9月 14日分批向台湾派遣陆、海、空军和少量宪
兵、无线电通讯官兵，以及军乐队等，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于 9 月 28 日在重
庆成立前进指挥所，从 10月 5 日分两步进驻台湾办公。② 10 月 24 日，陈仪飞抵台湾。翌日上午
10时，陈仪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宣布台湾正式回到祖国怀抱。
随着台湾光复，驻扎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日本陆海军近 17 万人，瞬间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成

为日本战俘; 无论从 1895 年日本侵占台湾后来台的日本移民，还是战时受日本统治者蛊惑来台
的日本移民，以及从琉球渡海而来的琉球移民，合计 32. 2 万余名，此时从具有优越感的日本移
民变为普通之日本侨民。日本战俘、侨民，共计 49. 2 万余名。③ 日本虽已无条件投降，但在台
湾的日本陆海军仍齐装满员、成建制地存在，且一些少壮派官兵对日本战败投降心怀不满，随时
可能成为暴乱或破坏性因素。如何迅速接收在台日军投降、迅速实现集中管理、遣返回国，以及
调查统计在台日本侨民，既保障其基本生活供给，又尽快实现集中管理、送还回国，是国民政府
的紧要任务。蒋介石在“民国三十五反省录”曾言: “本年最重要之任务为受降与复员……当初
以为台湾降俘约有五十万之众，恐生他变，不易收拾，最后亦卒告无事，安全收回。此实为战后
最大、最难之问题。”④ 那么，战后中国是如何解决这一 “最大、最难之问题”的?

二 日本侨俘的集中与管理

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战胜利到 10 月 25 日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其间 70 天的台湾在某种程
度上处于权力真空时代。“台湾总督”兼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虽受命暂时维持台湾治
安与秩序，但各级政府机构和部门的日本人心中十分清楚，他们已不再是昔日作威作福的统治者

与官员，现今只是普通的日本侨民和待遣返者，担忧受到以前遭受他们苛刻对待和血腥镇压的台

湾民众的报复。台湾“各地男女老幼一睹归还祖国怀抱事实，其热烈情绪悲喜交集”⑤，对祖国
充满了憧憬和希望，总体上根据蒋介石的 “以德报怨”讲话精神对待日本侨俘。⑥ 反倒是一些
日本战俘违法乱纪，盗窃财物，持枪抢劫，枪击或殴打平民，甚至枪杀之前被俘的中方、美方人
员，开车故意撞伤撞死国民党赴台官兵⑦，气焰十分嚣张。一些日本浪人还成立暗杀团，准备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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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关于陈仪任台湾受降主官致冈村宁次中字第十八号备忘录》 ( 1945 年 9 月 3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编: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 ( 一)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758—759 页。
参见赵宝云: 《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进驻台湾》，《军事历史》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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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1946 年 12 月 18 日，“民国三十五反省录”。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9 月 20 日。
参见张健康: 《70 天的过渡: 从光复到接收间隙中的台湾》，《近代史学刊》第 14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5 年，第 258—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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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中方接收人员，破坏军事设施，匿藏或毁坏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煽动个别无知的台湾民众搞

所谓“台湾独立运动”①。
某种程度上说，近 17 万日军和 32. 2 万日本侨民，“粮食充足，军器完备，日本人如果制造

‘台湾独立’或制造动乱等麻烦，既有力量也有时间”②。但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指定接
收台湾的军队和成立接管台湾的组织机构，日本也在无条件投降后被盟军占领，因而任何制造

“台湾独立”或骚乱暴动的行为，不仅导致在台日本侨俘的彻底毁灭，而且促使盟国对日本采取
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安藤利吉从日本国家利益和在台日本侨俘的安全考虑，抑制日本浪人与少
壮派军人的“台独”意图和活动，指出“独立运动或是自治运动等是绝对不可行的”③，并邀请
台湾乡绅谈话，召开地方长官会议，要求他们协助维持台湾治安，增加粮食生产，提出日军官兵

遣返回国尽量减少对台湾的负担。④ 不少日本侨民长期在台湾生活和工作，甚至在当地娶妻生子
或结婚嫁人，积累的财富和产业也都在台湾，加之战后日本生活、生产资料匮乏，故不愿回国。
据统计，在 32. 2 万余名日本侨民中，约有 14 万日侨志愿留在台湾⑤，几近日侨总数的一半。相
对平静的日本侨民倒是问题不大，而拥有武装、成建制的日本战俘，如前所述确是战后台湾安定
的一个重大隐患。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进指挥所于 1945 年 10 月 5 日抵达台北后，即

发出第一、第二号备忘录，规定安藤利吉负责组织台湾及澎湖列岛日军之投降事宜，明确日军集中
地点及在投降仪式前应遵守之事项。⑥ 日军投降仪式结束后，陈仪于 10 月 30 日发布命令，规定日
军从 11月 1日开始陆续缴械，并作为战俘就地集中，一律不得擅自外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命
已入台的第六十二军、第七十军、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及空军第二十二、二十三地区司令部，分别
严密监护集中于台中与花莲港以南地区、台北和新竹地区，以及日本的海军部队及航空队的日本战
俘集中营。⑦ 12 月 16 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根据《战俘管理计划纲要草案》，成立日本战俘管
理处，并按日本战俘集中区域设立 5个战俘管理所，主要负责日本战俘的调查统计和登记造册，制
定战俘管理办法，如规定日本战俘集中于战俘营内，除非中方发给身份证明或佩戴中方发给之臂

章，一律禁止外出，严加看管，防止潜逃。总体而言，日本战俘管理工作采取日本战俘不打乱部队编
制、仍由原日本战俘部队长官自行负责管理，而战俘管理处以间接方式进行视察、管理和督导。⑧
日本战俘管理处虽间接管理，但对日本战俘的人道保障、思想教育、劳动改造还是做了大量

努力。如日本战俘管理处在日俘缴械后，允许其保留 3 个月的粮食、随身防寒被服，兵站辎重人
员还可保有一部分运输工具; 允许日俘从事农副业生产，包括种植蔬菜、饲养家畜等，以自给自
足; 他们还可以继续使用日军原有医院，留足卫生材料，并自行健康检查和卫生保健。⑨ 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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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国民政府无力全面管理这些战俘。再如，台湾省警备
总司令部鉴于台湾被战争破坏的状况和战后复兴之需要，征用日本战俘从事修理船舶、打捞沉
船、清扫水雷和障碍物; 修理飞机和陆上设备，修建军营和地方公共设施，恢复市容市貌，修整
道路和水渠，修理机车和公司厂矿等进行 “复旧”工作和劳动改造。由于美方催促尽快遣返日
本战俘，这些修复工作仅仅进行两个月便告结束，只是修复了部分道路和通讯路线，恢复了基

隆、高雄的港口运输，修缮了部分校舍，填平了部分防控壕沟，完成部分市区的清扫。① 这些虽
无法抵消他们的侵略罪恶，但既属于战后台湾复兴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对他们的劳动改造。
如劳动改造一样，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对日本战俘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改造也做了一些努力，

但收效甚微。1946 年 4 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接收总报告中汇报了教育日本战俘的一些具
体措施: 一是聘请通晓日本语言、熟悉日本国情、了解日本军人心理，且对政治教育颇有研究
者，担任日本战俘的施教人员，由日本战俘管理处会同各战俘管理所，举办 “精神教育演讲
会”，到台湾各日本战俘集中营进行宣讲，开展 “巡回教育”，并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派人随
同播放精神教育影片。二是从 1946 年 2 月 25 日开始，由台北广播电台实施对日本战俘的广播教
育，一方面由台湾省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和名流学者主讲，另一方面转播重庆、上海、天津等国
内各地和国际各电台的日语新闻报道。三是将台湾省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及名流学者的日语讲稿
编印成册，分发给日本战俘学习，动员报社刊登有关日本战俘教育之情况。四是各战俘管理所举
办政治座谈会、政治辩论会等②，以启发教育日本战俘。
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熏陶、蛊惑和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战俘，虽不得不参与或表示接

受这些思想教育与精神改造，但在内心或思想深处不愿接受，特别是在如此短期内更难以理解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联合国宪章》和蒋介石的 “以德报怨”讲话精神，难以认清自身的战争
罪责和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如，在集中管理的日本战俘营，曾有不服管教的 345 名日俘先后逃
离③; 一些日本军官非但不认罪悔罪，反而叫嚣“二十年后再回台湾”④，妄图重占台湾和报复。
可以说，在没有彻底改造和教育好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情况下，便将他们遣送回国。这既是当时
国民政府遣返日本战俘的一个 “通病”，也是战后不少日本人未能反省战争责任、继续歪曲与美
化侵略历史的原因之一。今天，战时日军强征劳工、“慰安妇”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
历史认识问题，已成为影响日本与中韩等亚洲邻国之间民众感情、历史记忆和国家关系的障碍，
故重新回顾与思考战后日本侨俘的征用与遣返史，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为东亚各国的历史认识

提供借鉴与启示更有特殊意义。

三 日本侨俘的征用与遣返

根据 1945年 10月 25日的《中美关于遣送日本战俘侨民归国的计划》和 1946 年 1 月 5 日的
《中美关于遣送日方人员会议议程》，台澎地区的日本侨俘，集中于基隆、高雄港口遣返，期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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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1月 1日至 4月 15日。面对台澎地区近 50万日本侨俘的集中遣返，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决定首先遣返日本战俘。12月 19 日、22 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分别成立
基隆港口运输司令部、高雄港口运输司令部，均设运输组、检查组、管理组，负责日本战俘在台湾
的运送、检查和管理，以及关于遣送日本侨俘与美方的联络事宜。美国海军因为协助遣返和运送日
本侨俘归国，所以要求中方按照“日俘候船、船到即走”的方法进行遣返。如此，台湾省警备总司
令部必须事先将分散各地的日本战俘运送至基隆和高雄两地。12 月 25 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专
门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并命台澎地区的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分设支部，以配合各地日本战俘的集

中与运输。仅仅两个月，即到 1946年 2月 27日，运至基隆、高雄的日本战俘达 146189名。①
日本战俘被运至港口后，先行身体和物品检查，若携带超出限量之物品或违禁品，即根据

遣返日本侨俘之相关规定予以没收; 若身体检查发现患病者，即送医救治，其他身体合格者，

则在防疫注射后进入集中营候船。候船时间一般不会太长，但港口运输司令部仍为日本战俘提
供相对舒适安全、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如征集港口仓库、学校宿舍作为营舍，其中电灯、自
来水等设施齐备; 督促日本战俘每天运动、沐浴，保持营舍的清洁卫生; 仍旧采用 “日本人管
理日本人”的办法，只是不许擅自离营，除非获得港口运输司令部的同意，且有其颁发的通行
证。日本战俘登船回国前，一是再次进行登船前的最后检查; 二是采取点名依次登船的方法，
再次清点人数; 三是登船梯口实施喷射消毒，以防止传染病; 四是接送日本战俘的舰船入口，

布置士兵警戒，船上人员不许上岸，岸上人员不许登船，也不许其他船只靠近，直至载运日本

战俘船只出港。② 1946 年 4 月，台澎地区遣返日本战俘工作结束，“由于病亡、潜逃以及重要战
犯被送回内地受审之故”③，原本 “计划遣返日俘 ( 包括少数韩俘) 167424 人，实际遣返
165638 人”④。
遣返日本战俘之际，虽也要遣返日本侨民，但陈仪认为应征用部分日本侨民，其理由主要有

以下三点。一是呼应某些日侨强烈的留台意愿。如前所述，据台湾总督府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进
行的日侨回国志愿调查结果，约有 14 万名日本侨民志愿留台，甚至一些人为长期留台，不断变
换居住地址。⑤ 二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了不少现代化的公司企业、工场矿山、医疗机构等
日产，而从大陆入台的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加之日据时期的长期压制，台澎当地人才也难以接

续，故需暂时征用日籍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时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电告资源委员会，
指出由于台湾本地熟练的电厂工作人员甚少，且依靠祖国内地支援专业技术人员不足，请求征用

日籍技术人员; 经济部的台湾特派员包可永亦电告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表示按照接收台湾的既定

方案，除吸收台籍人员外，至少须留用 5000 名日籍技术人员。⑥ 三是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中国
工业及公用事业，确有雇用日籍技术人员必要，可以遴选优良者暂时雇用，但须受中国职员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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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监督。① 当时，中国大陆也征用了部分日籍专业技术人员②，有前例可援引。
有鉴于此，陈仪于 1945年 11月 3日颁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暨所属各机关征用日籍员工暂

行办法》，规定凡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暨所属各机关征用之行政人员，根据原任之敕任、奏任、
判任职务不同，分别以咨询员、服务员、助理员派用，且各分甲、乙、丙三等; 原任主管者在未派
人接替前，仍以原名义暂行代理; 日籍技术人员、教员等，暂以原名义任用。据此，陈仪拟征用之
日籍技术人员及其家眷，合计 94238名，几占日本侨俘总人数近五分之一、日本侨民总人数的近三
分之一。如此庞大的征用日籍人员计划，不唯国民政府不同意，而且极力根除日本在华影响力的美
国更是坚决不同意。③ 美方提出在尽快遣返日本侨俘的前提下，台湾可以留用 1000 名日籍技术人
员，连同其家眷不超过 5000名。经陈仪与国民政府、美方数次沟通与洽商，美方同意台湾留用日
籍技术人员增至 5000名。最后，台湾留用日籍技术人员 7139名，连同其家眷，共计 27227名。④

1945 年 12 月 27 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成立以民政处处长周一鹗兼任主任的台湾省日侨
管理委员会，下设调查组、管弹组、输送组和秘书室，负责日侨调查、统计、集中与管理，确定
遣送日侨的批次、顺序和方案。据日侨管理委员会统计，1946 年 1 月台湾全省有日本侨民
308232 名、琉球侨民 13917 名，合计 322149 名。日侨之中公务员、警察、中小学教员、学生、
商店和公司员工、银行经理等，计 147909 名; 日军遗族和留守军人家属，计 100735 名; 卫生技
术、工矿技术、船舶技术、水利技术及电气、铁路、港务、邮电等专业技术人员及其家眷，计
59588 名。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征用的日籍技术人员及其家眷外，日侨管理委员会决定首批遣
送日军遗族及留守军人家属，其次遣送一般日侨，最后遣送琉侨; 遣送方案是划定台北、新竹、
台中等县，以及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彰化等市的日侨向基隆港集中，并从该港回日; 台
南、高雄、澎湖等县，以及高雄、台南、嘉义、屏东等市的日侨向高雄港集中，并从该港回日;
花莲、台东两县之日侨，搭乘美方小型轮船，直接从花莲港驶向东京。据此方案，从 1946 年 3
月 2 日至 4 月底，日侨管理委员会共遣送日侨 291159 名⑤，顺利完成第一期日侨遣送工作。
陈仪原本设想通过征用日籍技术人员助力台湾经济复兴，未料想广大台胞强烈反对留用日

人，不得不提前解除征用，开启第二期日侨遣送。一些台胞反对日人继续管理自己，不惜罢工，
甚至自行驱逐日籍技术人员。一些台胞还上书国民政府，指责台湾光复后，竟 “又用日警日官
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外，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要求 “必须裁撤日
警日官，惩办汉奸，重申民族正气以平民恨，方能有效”⑥。面对广大台胞要求解除征用和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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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侨之压力，陈仪于 1946 年 8 月下令: 一是凡不必留用之日籍技术人员及其家眷应尽快遣送;
二是确有必要留用之机关，从 8 月 30 日开始，在 10 日之内对留用者登记造册，过期不候，一律
遣返; 三是银行绝对不许留用日人。11 月 26 日，他又强调 1946 年年底之前，除留用之日籍技
术人员及其家眷 5000 名外，其他征用日侨、琉侨及其家眷全部遣送完毕。① 日侨管理委员会从 9
月开始第二期遣送，在美军派船协助下，至 12 月 28 日，共遣送解除征用者和残留日侨计 28521
名。② 由此，台澎地区留用日侨人数已与美方最初限定的人数基本相同。
部分台胞对陈仪仅留用少数日侨仍然不满，反映了台胞与日本占领者之间积怨日久的长期矛

盾，也反映了台胞与随陈仪入台的外省人员之间的 “省籍矛盾”③。他们迫使陈仪加大遣送日侨
力度，而 1947 年 2 月的“二·二八”事件成为陈仪启动第三期遣返日侨的一个重要因素。3 月
14 日，一些台籍人士向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陈述，“二·二八”事件系滞留台湾之日本浪
人在台胞和大陆同胞之间挑拨离间所致，强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台湾以来，“对日本残留
势力未能加以肃清，实有重大责任”④，直指陈仪的遣返日本侨俘政策，颇有追责和要求陈仪去
台之意。一些人虽无直接证据，但也认为留用日人或与 “二·二八”事件有关，目的就是遣返
全部日侨。蒋介石对台湾发生此次事件非常不满，抱怨陈仪“疏忽无智”，既 “不事先预防，又
不实报，乃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⑤ 甚至考虑废除行政长官公署制，改为省政府制，
研究台湾省政府主席之人选。⑥ 在此背景下的陈仪，指示日侨管理委员会筹划和实施第三期遣返
日侨与琉侨，从 4 月初到 5 月 3 日，在短短一个月内，先后遣送日侨和琉侨 3566 名。⑦
经过前述三期遣送的台澎地区所剩之日侨及其家眷已不足 2000 名，1947 年 5 月接替陈仪治

台，出任新成立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魏道明，不得不继续遣返剩余之日侨。1947 年 9 月 17 日，全
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国大代表王晓籁，指出日本外相芦田均要求与美国共同托管琉球群岛，并
欲向台湾移民，且日本国会议员尾崎行雄公然主张由台湾居民投票决定台湾归属，故王氏强调今

后若干年，例如 30 年内不准日本人进入台湾、澎湖列岛、琉球群岛经商和居住。曾任国民政府
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官王宠惠也强调 “绝不允许日本移民进入台湾”，“琉球群岛应交还我国
或考虑由联合国共管，绝不可让日人涉足”⑧。这反映了战后初期中国各界对日本仍旧觊觎台澎
地区的担忧和对滞留该地区日本侨民的顾虑。因此，魏道明一方面尽量启用台籍人士，另一方面
迅速开展第四期遣送日侨，如台湾电力公司、水泥公司、石油公司、纸业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设
法留用的少量日籍技术人员及其家眷，大多在这一时期被遣送回日本。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推进，思谋退路的蒋介石愈加重视台湾的地位与作用，不时召见

魏道明“谈台湾经济与财政问题”，决定将 “台湾保安旅改为警备旅”⑨，考虑一些机构的迁台
工作，需要尽快遣返剩余日侨。对战争形势心知肚明的魏道明，在 1948 年 11 月实施第五期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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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侨工作，强调除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奉准留用之日人及其家眷，二是已经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之

日人，三是正在办理改籍中华民国手续者，此外应切实查捕并遣送其他在台日侨。① 到 12 月底，
即第五期遣送日侨工作结束时，除极少数获得中华民国国籍者外，其他滞留台湾的日侨全被遣回

日本。同月，蒋介石或感大陆败局已定，一方面派其子蒋经国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另一
方面任命亲信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②，1949 年 3 月又考虑 “台湾迁驻中央政府之手续”③，而此
时台澎地区的日侨全被遣返。但是，仅仅半年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又避开盟军监视和
台澎民众的反对，悄悄聘请近百名日本战俘陆续返台，组建为其 “反攻大陆”出谋划策和训练
军队的“白团”④，实为台湾光复后持续遣返日本侨俘的莫大讽刺。

结 语

台湾在 1945 年 10 月 25 日正式光复，虽相对大陆沦陷区光复时间较晚，但从 1946 年 1 月至
4 月底短短 4 个月完成遣返台澎地区日本侨俘的主体，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并不输于大陆。其原
因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和台澎民众的积极努力外，一是急于铲除日本势
力在台澎影响的美国的催促与协助，二是国民政府对台澎之日本侨俘的顾虑与担忧，且美国、日
本等时有“台湾地位未定”之杂音，蒋介石“恐生他变”⑤，急欲遣返全部日本侨俘。因此，陈
仪援引大陆征用日籍技术人员之例，不仅遭到美方限制与掣肘，而且国民政府高层也不积极，台

籍同胞更是强烈反对。这是陈仪不得不一再解除征用之日籍技术人员，以及继任之魏道明继续遣
送日侨的重要原因。1948 年底台澎地区已基本没有日侨，这与中国大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仍有数万日侨大不相同。⑥ 一朝回归祖国的台湾民众百感交集，虽根据 “以德报怨”精神并
未报复日本侨俘，但他们控诉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痛恨并要求遣返全部日本侨俘。这是他们
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反日情绪的自然流露，与当今台湾一些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言论

截然相反，个中原因值得海峡两岸人民深思。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本文责编: 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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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u． It served in nature as a gate to the King's city，and became a gate to the capital ci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Ming Dynasty． Mufu Gate was situated in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new city，presumably at
what is now the Gulougang． The Gate was demolished along with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New City in
early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bout the nature，location and period of existence of Mufu Gate is an
initial study of the gates of the New City．

A Brief Account of Kuominta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y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uo Yuhe ( 80)……………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scal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Kuomintang gradually develope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y． The strategy featured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circumstances，of China's
War of Ｒesistance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maintaining world peace，and of China's War of Ｒesistance
and the world war． It linked the solution to China's problem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by way of arduously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to the end in the hope of a turning point，and
consciously integrated China's resistance into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alizing
the objective of achieving China's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As was proved by facts，the Kuominta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y was suitable for the reality of China's War of Ｒesistance，won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nd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victory of China's War of Ｒesistanc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New Fourth Army'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Jianghuai
Ｒegion Pan Hong，Li Guo ( 87)…………………………………………………………………

The New Fourth Army was form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hina's full-scal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1937 by integrating the guerrillas left behind after the Ｒed Army began the Long
March． The New Fourth Army Headquarters were established in December，1937． Although their
locations kept changing，their activit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Jianghuai region． Following the Ｒed
Army's fine traditions and absorbing the Jianghuai regional culture，the New Fourth Army put great
emphasis on it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nd the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s of the united front． Its culture was truly national，popular，and scientific．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Fourth Army's cultural construction not only promoted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enhanced the repu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but also
cultivated mainstay forces for the people's army and constructive forces for the New China．

Japanese Expats and Prisoners of War and Their Ｒepatriation After the Glorious
Ｒecovery of Taiwan Xu Zhimin，Liu Xiaoxin ( 94)……………………………………………

After the forced“cession of Taiwan”by the Qing regime in 1895，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ished to recover Taiwan but in vain． It was not until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at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began to plan its recovery． At the victory of War of
Ｒesistance，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ppointed Chen Cheng as chief official of Taiwan Province，to
take it over jointly with armed forces． The arrogant Japanese soldiers and immigrants stationed in Taiwan
instantly became expats and prisoners of war． Taiwan Province set up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and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Japanese Expats，who ordered the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and expats to gather in designated areas for collective education and repatriation． From January to
April of 1946，Taiwan repatriated nearly 170，000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and more than 290，000
Japanese expats． Conscript and remaining Japanese expats were repatriated in four batches from August
1946 to December 1948 under strong objections from Taiwanese compatriots． Taiwan's repatriation of
those Japanese was not only part of China's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expats and prisoners of war after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then complicated situations
both on the island 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particular，the Taiwanese compatriot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Japanese expats and prisoners of war and their colonial rule，are
still worthy of reflection by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nvisible Symbols: The Planned 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Martyrs' Shrine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 Hailiang ( 104)………………

Martyrs' shrines in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re erect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for commemorating the martyrs to the War and mobilizing the people． As the
topmost memorial，the Capital Martyrs' Shrine w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four-level temple
sacrifice system．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s planning of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Capital Martyr's Shrine，were not only intended to display the state's veneration of the martyrs and
to shap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society，but also intensely purposed to highlight a significantl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ght”． Yet in the process of the Shrine's site selection，survey，and
handover，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as confronted with objections and resistance from both worshiper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oes Guan Yu and Yue Fei and local interest groups． Further obstructed by
the inflation of prices and lack of funds，the construction plan was finally aborted． Despite all thi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Martyr's Shrine as a symbol invisibly created an image of“common national
heroes” transcending places of birth，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martyrs' symbols creat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o be proliferated throughout all levels and to multiple directions，and for
memories of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to be reinforced．

John K． Fairbank's Observations of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Deming ( 115)………………………

John K． Fairbank once worked in China and had rich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his later memoir and
writings，he offered in-dept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He criticized the
Kuomintang's political，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during the War，and expressed discontent over
the various maladies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He had extensive contacts with Kuomintang officials，
intellectuals，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whom he evaluated differently． In particular，he
denounced Chiang Kai-shek and his China's Destiny． He also described the social life in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s， and depicted the circumstances of various social classes． John K． Fairbank's
observations of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basically reflected the true
situation at that time，and influenced his later opinions about the dispute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